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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嵌入是否会驱动中国制造业升级
———基于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视角

刘冬冬

( 山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从理论上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

度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程度，同时基于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生产分解方法从前向联系

和后向联系两个维度测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从工

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视角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是否会驱动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结果表明，
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提高促进了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简单后向参与

度却表现为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改变并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工艺升
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的影响仅在高技术制造业中表现为促进作

用，而简单后向参与度在中低技术制造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中国应该利用全面开放新格局，积极
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互补，防止发达国家恶意发动双边经贸摩擦，快速实现制

造业升级，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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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改革开放，中国尽管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但是依然存在“高端产业

低端化”和“高技术不高”的现象，并且面临“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中国部分产业位于全球价值链
的低附加值环节，面临被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低端锁定的风险，并且多数产业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或位于高端产业的低端制造环节［1］，而多数高技术产业中的核心技术依赖进口［2］。当前，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约为 21%，发达国家则为 35% ～40% ;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为 3 000 多美元，
仅是发达国家水平的 1 /3［3］。中国产业传统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逐年丧失，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
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竞争
中，全球要素进入高端回流、低端转移的重塑阶段［4］，发达国家推进的高起点“再工业化”和发展中
国家的加速工业化促使制造业要素成本不断提高，中国制造业面临不断被挤占的危机。出现上述问
题的原因归根究底在于中国制造业在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技术含量方面缺乏较强的竞争优势，阻碍

了中国向制造业强国和世界市场转变的进程。因此，中国制造业升级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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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围绕“中国制造 2025”战略，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1 + X”规划体系和《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相关文件，为制造业升级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在
2016 年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化
全球价值链合作，帮助相关产业突破升级面临的核心瓶颈制约。但是，中国部分产业依然被发达国
家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而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加速趋势，将深刻
改变世界发展格局［5］，同时中美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将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深化和重塑。随
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入，传统的产业或部门间升级已经逐步转变为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等多

种形态的升级［6］，其中工艺升级是产品升级的基础，产品升级是价值链升级的“关键节点”［7］。那
么，中国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的协调发展水平如何?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其有何影响? 其背后

可能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些正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是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8］。工艺升级是指企业通过重组生产系统( 如新机

器的购买) 或引入高级技术促进生产工艺进步，从而将较少投入转化为较高产出的过程;产品升级是

指企业在工艺升级的基础上，生产质量更高、技术更复杂的产品，其中也涵盖了企业更新产品的过
程。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的协调发展对于创新资源有效配置，顺利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从产品层面运用技术复杂度［9-10］、生产率［11］和附加值［12］等
指标刻画制造业升级，并分析传统要素或国际因素的影响［13-14］，忽略了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的协调

作用。因此，以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视角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探寻制造业升级过程的规律
和特征，能够更加合理地阐释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互动演进的本质，进而深入探寻全球价值链嵌入

的制造业升级效应。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入，全球价值链嵌入特征对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的协调发展至

关重要，而如何准确地测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特征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现有
研究主要运用案例研究法［15］、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率［16-18］、垂直专业化法［19-20］和增加值贸易核算
法［21-22］分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特征。然而，随着国家间生产环节的联系日益密切，产业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特征不仅取决于对外贸易，也与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有关。为此，Wang et al．［23］

补充了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不足，提出生产分解模型，创造性地构建了系统衡量全球价值链嵌入

特征的指标体系。尽管量化评估全球价值链的方法不断完善，但是仅有少数文献实证分析全球价值
链嵌入特征在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24-25］，且大多数文献仅从理论层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

业升级的原因［26-27］。因此，深入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同时结合中国现
有的相关数据，从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协调发展视角实证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升级的影

响，对于深刻理解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制造业升级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围绕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之间

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为:其一，现有研究在分
析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升级的关系时，尚未深入考察其作用机制，可能无法全面剖析全球价值链与

制造业升级的内在联系，对于促进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进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顶层设计

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本文则深入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
上拓展了制造业升级的理论研究，同时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二，与以往从工艺升级、
产品升级视角考察制造业升级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和重塑这一现实背景，从

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角度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制造业升级效应，系统地考察全球价值

链嵌入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其三，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评估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
展水平，丰富了制造业升级事实测度的研究，同时将传统要素和国际因素等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纳入统一框架内，准确分析了中国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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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直接作用机制包括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和
产业关联效应。
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规模效应促进制造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规模效应是指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不仅拥有国内市场，也可以融入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实现各生产

环节的规模经济。一方面，规模效应有助于企业从事研发创新活动，进而促进工艺升级和产品升
级，推动制造业升级。Bler et al．［28］认为规模效应能够增加企业的边际利润率，提高企业增加研
发费用的可能性，如加大技术改造经费的投入，从而保证企业进行持续的技术改进和产品创新。
Bloom et al．［29］认为规模效应可以降低企业的创新边际成本和准租金，从而提高企业从事创新活
动的可能性，同时规模效应有利于企业集中研发资本快速提升产品的生产技术和质量水平，甚至

创造新专利和新产品，促进制造业升级。马述忠和吴国杰［30］认为规模效应在促使生产要素和中
间商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同时，能为企业提供获取技术知识的可能性，有助于企业提升创新能

力，另外，规模效应有助于跨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集中生产某一产品，有利于企业提高生产率，

促进制造业升级。吕越等［31］认为企业进入全球市场，通过规模经济学习新技术以及生产新产品，
提升了生产效率。王思语和郑乐凯［25］认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实现了各生产环节的规模经济，
提高了全员劳动生产率。
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竞争效应促进制造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竞争效应是指全球价值

链中的企业会面临较多的竞争，进而会主动进行研发，保持甚至提升其竞争优势或者发挥其后发优

势，包括技术水平相近和技术水平差距较大的企业间的竞争效应两种。其中，技术水平相近的企业
间的竞争效应是指国内企业在面临来自国外技术水平相近企业的竞争时，为了扩大其市场份额和维

持其垄断地位，会不断增加研发经费促进工艺水平提升和新产品技术含量。Peretto［32］认为国外企业
的竞争有利于国内企业进行研发创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份额。Aghion et al．［33］认为技术
水平较高的企业在面临潜在竞争者时，会通过研发创新投资，保持市场垄断地位。技术水平差距较
大的企业间的竞争效应是指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利用人口红利等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融入全球价

值链，抢占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原有的低端制造环节，有助于上述两种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

从而促进制造业升级。Bloom et al．［29］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将有利于发达国家在研发创新环
节的专业化。刘仕国等［34］认为发展中国家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为发
展中国家进行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产业关联效应促进制造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产业关联效应是指

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利用与其他企业的关联关系，获取关联企业产生的知识和技术，有助于其生产

工艺进步和产品质量提升，包括企业与其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关联，以及企业与其上游企业或下

游企业关联的企业的关联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全球价值链中企业与其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进行合
作，从而对其下游企业或上游企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由于产业关联的作用，
会进行生产工艺、组织管理模式等知识的交流，为企业的生产工艺进步提供机会，有助于实现制造业
升级。如上游企业会获得生产性设施，因而更专注于研发创新环节，为保证产品质量其愿意向下游
企业转移知识，此时下游企业会获得先进的技术指导和管理经验等知识，从而提高技术水平以适应

制造业升级。企业与其上游企业或下游企业关联的企业会发生竞争，为了能够保持与其上游企业或
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会增加研发费用，提升生产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这有助于制造业升级。张
辉［35］认为全球价值链中的地方产业集群既包含紧密合作又有相互竞争，它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向全

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而是时刻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演绎着升级和反升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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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机制包括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低端锁定效应、技术吸收
能力的门槛效应以及挤出效应。
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低端锁定效应抑制制造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低端锁定效应是指

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往往被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阻碍并俘获，进而嵌入全球价值链附加值低的制造环

节，难以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并对低附加值活动产生路径依赖。具体而言，发达国家跨国企业
往往掌握核心技术，通过研发、营销等环节获取高额利润，阻止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攀升，使其难以获取前沿生产技术; 发展中国家因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36］，被发达国家跨

国企业锁定在低端制造环节，无法生产高附加值产品，难以实现制造业升级。Humphrey and
Schmitz［8］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层级型治理模式开展活动，从长期来看却不利
于其改善国际分工地位。Sturgeon and Kawakami［37］从模块价值链视角发现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倾
向于购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模块化整体方案，容易陷入模块化陷阱，阻碍其制造业升级。吕越
等［38］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全球价值链过度依赖，容易导致本土产业转移到低端制造环节，无法快

速积累创新活动所需的资金，甚至会形成过度竞争的产品市场，阻碍制造业升级。
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技术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抑制制造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技术吸

收能力的门槛效应是指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获取前沿技术，但是外溢技术的掌握取决

于企业对于技术的吸收能力，这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工艺的改善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抑制了制造

业升级。Cohen and Levinthal［39］认为技术吸收能力较强的企业更有能力吸收外部扩散的技术。黄凌
云等［40］认为吸收能力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陈岩［4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
应并非是一致的，它取决于跨国企业所在地区的吸收能力。谢建国和周露昭［42］认为人力资本吸收
能力对国外研发的技术外溢具有重要影响。Molinari et al．［43］认为通过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
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的需要，但是技术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阻碍了国家进行产品创新，其

与本土创新的关系表现为替代关系［44］。
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挤出效应抑制制造业升级。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挤出效应是指发展中国

家产业向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过程中，不仅受到发达国家的阻碍，也面临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挤占

危机。具体来看，早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其部分产业在实现优化升级的同时，
被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锁定在低端制造环节，不利于生产工艺的进步和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从而抑

制制造业升级。戴翔和金碚［1］认为中国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出口商
品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部分产业依然存在附加值低的粗放型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参与到全球竞争中，早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正面临

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Humphrey and Schmitz［8］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
存在不升反降的挤出效应。魏龙和王磊［24］认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进行重构，会寻找
新的“工资洼地”，实现低端制造环节的重新配置，这可能使长期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
与其脱钩［45］，面临被挤出全球价值链的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发现，从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视角，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多种效应共

同影响制造业升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升级可能是促进作用，也可
能是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 一)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可知，从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视角，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具有不确定性。为了考察上述影响，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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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Lit = α + β1GVCTit +∑
8

j = 2
β jCONit + μi + νt + εit ( 1)

其中，i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CDL为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变量; GVCT 为全球价
值链嵌入特征变量，包括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GVC) 、简单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GVCS) 和复杂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 ( GVCC ) ; CON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物质资本存量 ( TPC ) 、人力资本 ( THC ) 、技术进步
( TFP) 、企业规模( TIS) 、所有制结构( TOS) 、企业绩效( TEP) 和技术密集度( TTI) 。α为常数项，β 为
变量的估计系数。此外，μ为个体效应，ν为时间效应，ε为随机干扰项。
( 二) 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 CDL)
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并根据曾繁

清和叶德珠［46］的做法，运用极差变换法进行标准化。同时，本文借鉴唐晓华等［47］的做法，运用线性
加权和法测算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总体发展水平，并且为避免主观人为因素影响，选择熵值赋权

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Dt

gp = ( C
t
gp·Tt

gp )
1 /2 ( 2)

其中，g表示工艺升级子系统，p表示产品升级子系统。Dt
gp为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在 t年的耦合

协调度，Dt
gp∈( 0，1］。Ct

gp = 2 ut
g·u槡 t

p
( ut

g + ut
p ) ，其中，C

t
gp为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在 t 年的耦合度

值，且 Ct
gp∈( 0，1］，u

t
g、u

t
p 分别为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系统在 t 年对产业内升级系统的“总贡献”。

Tt
gp = αμ

t
g + βμ

t
p，其中，T

t
gp为反映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在 t 年的协同效应的综合评价指数，且 Tt

gp∈
( 0，1］，α和 β是待定系数，且 α + β = 1，同时为避免主观因素影响，本文根据数据采用熵值赋权法测
算待定系数。借鉴吴文恒和牛叔文［48］、逯进和周惠民［49］、唐晓华等［47］的做法，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分
为协调发展型和失调衰退型两大类，在两大类的基础上再细分为 10 种基本类型，具体见表 1。

表 1 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系统协调发展判定标准

协调数值 协调发展型 协调数值 失调衰退型

( 0． 9，1． 0］ 优质协调发展型 ( 0． 4，0． 5］ 濒临失调衰退型

( 0． 8，0． 9］ 良好协调发展型 ( 0． 3，0． 4］ 轻度失调衰退型

( 0． 7，0． 8］ 中级协调发展型 ( 0． 2，0． 3］ 中度失调衰退型

( 0． 6，0． 7］ 初级协调发展型 ( 0． 1，0． 2］ 重度失调衰退型

( 0． 5，0． 6］ 勉强协调发展型 ( 0． 0，0． 1］ 极度失调衰退型

依据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
以及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则，本文构建了制造业

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

系。相关指标及其选取依据如下:
( 1) 工艺升级指标。工艺升级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借助

新技术改造传统低端生产工艺流程，实现以内

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全面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第二，企业通过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快速提升生产工艺水平，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变革;第三，企业通

过提升消化吸收能力迅速掌握新技术，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因此，
本文选取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引进技术经费支出、消化吸收经费支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
和劳动生产率等指标衡量工艺升级。具体而言，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体现了企业在坚持科技进步的前
提下，在工艺等领域进行技术改造而发生的费用支出; 引进技术经费支出体现了企业为了工艺流程

的改进而购买国外、港澳台或境内其他单位技术的费用支出;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体现了企业为了掌
握、应用、复制各项引进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而发生的诸如参加消化吸收人员的工艺开发
费、必备的配套设备费等支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反映了企业用于内部开展研究与试验
活动的费用支出，包括直接支出和管理费、基本建设支出等间接支出;劳动生产率体现了制造业企业
进行工艺升级的结果。工艺升级指标体系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和国家
统计局网站。需要说明的是，引进技术经费支出包括国外技术引进经费支出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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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该指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50］;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用朱平芳和徐伟民［51］构

造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价格指数平减;劳动生产率定义为工业增加值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的比值，其中，工业增加值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平减。
( 2) 产品升级指标。产品升级主要反映的是企业在产品研发方面能够提升或创造新产品的能

力，以及在生产方面能够生产高质量和技术复杂的产品，从而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产品附加值的能

力。因此，本文选取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发明专利数等指标
衡量产品升级。具体而言，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反映了企业在研发新产品方面的投入;新产品开发经
费支出反映了企业更新产品的能力;新产品销售收入反映了产品升级后企业在产品研发和生产方面

的产出，产品升级体现在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等方面比
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发明专利数是企业在产品研发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包括创造新产品和对现有

产品进行更新改造所取得的成果。产品升级指标体系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
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新产品开发经费用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价格指数平减;新产品销售收
入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平减。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本文运用上述指标体系，测度了 14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工艺升级与产品

升级的协调发展水平，详见图 1。根据测度结果可知，制造业细分行业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耦合协
调发展水平存在行业异质性。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细分行业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耦合协调发展程
度存在差异，且同年度内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较高的主要为高技术制造业。如在 2003 年，木材加工及
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C16) 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为 0． 017 8，属于极度失调衰
退型，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C26) 为 0． 379 7，属于轻度失调衰退型。从发展趋
势看，制造业细分行业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其上升程

度存在差异，且协调发展水平上升较快的主要为高技术制造业。如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
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 C13 － C15) 从 2003 年的中度失调衰退型发展为 2014 年的轻度失调衰退
型，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C26) 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C29 － C30) 则从 2003
年的轻度失调衰退型发展为 2014 年的中级协调发展型。

图 1 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趋势

2． 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特征( GVCT)
本文基于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生产分解方

法测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借鉴
Wang et al．［23］的做法，本文将基于前向联系的
参与度和基于后向联系的参与度分别定义

如下:

GVCF = V_GVC_Ｒ
V' + V_GVC_D

V' + V_GVC_F
V' ，

GVCB = Y_GVC_Ｒ
Y + Y_GVC_D

Y + Y_GVC_F
Y ( 3)

其中，GVCF表示前向参与度，GVCB表示后
向参与度。上述两个指标的数值越大，均表明
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V'、Y表示隐
含在中间产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V_GVC_Ｒ、Y_GVC_Ｒ 表示直接被国家吸收的隐含在中间产品出
口中的增加值，V_GVC_D、Y_GVC_D表示返回且被国家吸收的国内增加值，V_GVC_F、Y_GVC_F 表示
间接被国家吸收或重新出口到第三方国家的增加值。
同时，在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基础上，本文根据中间投入品在国家间的流转次数，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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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参与度分为简单参与度和复杂参与度，其中，简单参与度只涉及一次跨境增加值贸易，而复杂

参与度涉及至少两次跨境增加值贸易，分别表示如下:

GVCFS = V_GVC_Ｒ
V' ，GVCFC = V_GVC_D

V' + V_GVC_F
V' ( 4)

GVCBS = Y_GVC_Ｒ
Y ，GVCBC = Y_GVC_D

Y + Y_GVC_F
Y ( 5)

其中，GVCFS表示简单前向参与度，GVCFC 表示复杂前向参与度，GVCBS 表示简单后向参与度，
GVCBC表示复杂后向参与度。
基于上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测算方法，本文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WIOD) 中的投入产出

表测度 2003—2014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演变情况，详见图 2。根据图 2 可知，考察期
内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差异，并且其演进趋势表现为M型。无论从前向参与度还是后
向参与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 2003—2008 年间和 2009—2014 年间均表现为先
增加后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地，从前向参与度来看，与高技术制造业相比，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除造纸及纸制品业( C1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C22) 外，其他中
低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后变化较大，在 2003—2008 年间整体上呈
现增加趋势，在 2009 年却突然降低，此后表现为波动趋势。除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
维制造业( C20) 和医药制造业( C21) 外，其他高技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 2008 年金融危机
前后变化较小，整体上呈现增加趋势。

图 2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演变情况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CON) 包括要素禀赋和行业特征两个层面。其一，要素禀赋包括物质资本存量

( TPC) 、人力资本( THC) 和技术进步( TFP) 。( 1 ) 物质资本存量，本文借鉴李小平等［52］和刘冬冬
等［53］的做法，运用固定资产净值近似来表征，且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2 ) 人力
资本，本文借鉴吴延兵［50］、黄凌云等［54］的做法，采用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与全部从业人员年
平均人数的比值表示。( 3 ) 技术进步，本文根据现有研究，运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并采用 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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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中的 CCＲ模型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涉及产出变量和投入变量，其中，产出
变量为工业销售产值，投入变量为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存量。本文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工
业销售产值进行平减，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劳动力，用固定资产净值表示物质资本存

量。其二，行业特征包括企业规模 ( TIS ) 、所有制结构 ( TOS ) 、企业绩效 ( TEP ) 和技术密集度
( TTI) 等。企业规模，用工业销售产值与企业数的比值表示; 所有制结构，用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
比重表示;企业绩效，用利润总额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表示; 技术密集度，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固定

资产净值和工业销售产值之和的比值表示。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 三) 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 2003—2014 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
统计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考虑到数据
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对部分制造业进行合并，得到 14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为了
方便统计，本文按照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行业代码表示合并的制造业细分行业。其中，
C10 － C12表示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C13 － C15 表示纺织业、纺
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 绒) 及其制品业，C16 表示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C17
表示造纸及纸制品业，C18 表示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C19 表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业，C20 表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C21 表示医药制造业，C22 表示橡胶
和塑料制品业，C24 表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25 表示金属
制品业，C26 表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27 表示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C29 － C30表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四、经验检验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为选取有效的估计方法，本文分别进行了 F 检验、LM 检验、HAUSMAN 检验和时间效应检验。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混合回归模型。因此，本
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表 2 显示了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 1 ) 列至第( 3 ) 列为全球价值链

前向参与度对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第( 4) 列至第( 6 ) 列为全球价
值链后向参与度对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全
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具体而言，从前向
参与度视角来看，前向参与度、简单前向参与度、复杂前向参与度均对中国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
级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后向参与度视角来看，后向参与度和复杂后向参与度均对中国
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简单后向参与度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

影响。对上述现象可能的解释是:通过前向参与度参与国际分工的行业位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
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承担着关键零部件生产供应等全球价值链活动，从而促进工艺升级和产品升

级，推动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通过后向参与度参与国际分工的行业从事加工、组装等低附
加值的活动，容易被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同时随着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

球价值链程度的不断加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会通过垄断核心技术等手段阻碍

中国制造业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迫使其从事低附加值贸易和低端生产制造业环节，无法有

效吸收先进技术，从而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38］; 并且，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

全球价值链中，不断挤占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导致其难以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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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GVCF GVCB

( 1) ( 2) ( 3) ( 4) ( 5) ( 6)
GVC 0． 480 5＊＊＊ 0． 421 2＊＊

( 0． 143 9) ( 0． 211 0)
GVCS 0． 727 4＊＊＊ － 0． 346 8

( 0． 230 2) ( 0． 288 3)
GVCC 1． 131 2＊＊＊ 0． 629 4＊＊＊

( 0． 349 1) ( 0． 210 6)
TPC 0． 155 8＊＊＊ 0． 159 2＊＊＊ 0． 146 1＊＊＊ 0． 117 4＊＊＊ 0． 136 3＊＊＊ 0． 112 9＊＊＊

( 0． 021 2) ( 0． 021 8) ( 0． 020 6) ( 0． 022 4) ( 0． 021 0) ( 0． 021 6)
THC － 0． 068 7＊＊＊ － 0． 069 8＊＊＊ － 0． 067 9＊＊＊ － 0． 067 9＊＊＊ － 0． 073 6＊＊＊ － 0． 066 6＊＊＊

( 0． 012 4) ( 0． 012 5) ( 0． 012 5) ( 0． 012 9) ( 0． 012 8) ( 0． 012 7)
TFP 0． 110 6＊＊＊ 0． 106 4＊＊＊ 0． 118 7＊＊＊ 0． 128 2＊＊＊ 0． 107 4＊＊＊ 0． 114 1＊＊＊

( 0． 031 3) ( 0． 031 5) ( 0． 031 3) ( 0． 032 4) ( 0． 033 5) ( 0． 031 5)
TIS 0． 145 5＊＊＊ 0． 144 0＊＊＊ 0． 150 8＊＊＊ 0． 173 9＊＊＊ 0． 156 9＊＊＊ 0． 176 6＊＊＊

( 0． 032 6) ( 0． 032 8) ( 0． 032 5) ( 0． 034 0) ( 0． 033 5) ( 0． 033 1)
TOS － 0． 095 2 － 0． 096 1 － 0． 078 7 0． 033 4 － 0． 064 3 － 0． 019 4

( 0． 059 1) ( 0． 059 9) ( 0． 057 7) ( 0． 062 3) ( 0． 067 3) ( 0． 055 1)
TEP 0． 066 0 0． 073 5 0． 038 6 － 0． 066 0 0． 019 2 － 0． 043 4

( 0． 176 4) ( 0． 177 6) ( 0． 176 0) ( 0． 181 7) ( 0． 182 6) ( 0． 176 7)
TTI 0． 510 0＊＊＊ 0． 482 6＊＊＊ 0． 570 0＊＊＊ 0． 684 2＊＊＊ 0． 520 0＊＊＊ 0． 593 0＊＊＊

( 0． 160 3) ( 0． 162 8) ( 0． 158 8) ( 0． 168 4) ( 0． 175 1) ( 0． 159 5)
常数项 － 1． 457 8＊＊＊ － 1． 478 3＊＊＊ － 1． 396 1＊＊＊ － 1． 284 3＊＊＊ － 1． 277 2＊＊＊ － 1． 211 6＊＊＊

( 0． 154 5) ( 0． 157 8) ( 0． 150 7) ( 0． 152 3) ( 0． 155 6) ( 0． 152 8)
Ｒ2 0． 941 0． 940 0． 940 0． 937 0． 936 0． 940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检验统计量 61． 58＊＊＊ 59． 89＊＊＊ 61． 90＊＊＊ 54． 38＊＊＊ 61． 88＊＊＊ 52． 58＊＊＊

LM检验统计量 219． 78＊＊＊ 201． 57＊＊＊ 249． 86＊＊＊ 251． 28＊＊＊ 236． 29＊＊＊ 202． 32＊＊＊

HAUSMAN检验统计量 32． 94＊＊＊ 33． 89＊＊＊ 30． 97＊＊＊ 35． 19＊＊＊ 30． 37＊＊＊ 42． 17＊＊＊

时间效应检验统计量 17． 95＊＊＊ 24． 42＊＊＊ 13． 55＊＊＊ 17． 83＊＊＊ 21． 00＊＊＊ 76． 23＊＊＊

N 168 168 168 168 168 16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控制变量中，从第 ( 6 ) 列的回归结果可知: 物质资本存量 ( TPC) 、技术进步 ( TFP) 、企业规模
( TIS) 和技术密集度( TTI)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物质资本存量、企业规模和技术密集度的提
高以及技术进步有利于提升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的协调发展水平; 人力资本( THC) 的估计系数为
负，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提高人力资本会抑制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的提
升;而所有制结构( TOS) 和企业绩效( TEP) 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
( 二) 稳健性检验

1． 测量误差检验。考虑到在测算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的过程中，采用不同的标
准化方法可能导致结果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运用线性比例变换法测算中国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

升级协调发展水平，以验证本文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3。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相
似，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此外，本文还运用向量归一法测算中国制造业工艺升级与
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来进行验证，估计结果①表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2． 内生性问题分析。本文运用面板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个体异质性问题。
但本文使用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

高的行业往往具有较高的市场势力和技术势力，从而影响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另一

方面，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行业，可能需要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取先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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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测量误差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GVCF GVCB

( 1) ( 2) ( 3) ( 4) ( 5) ( 6)
GVC 0． 497 0＊＊＊ 0． 480 8＊＊

( 0． 150 9) ( 0． 220 4)
GVCS 0． 745 4＊＊＊ －0． 369 4

( 0． 241 5) ( 0． 302 0)
GVCC 1． 186 5＊＊＊ 0． 703 4＊＊＊

( 0． 365 6) ( 0． 219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505 0＊＊＊ －1． 524 6＊＊＊ －1． 442 4＊＊＊ －1． 322 8＊＊＊ －1． 317 2＊＊＊ －1． 242 2＊＊＊

( 0． 162 0) ( 0． 165 6) ( 0． 157 8) ( 0． 159 1) ( 0． 163 0) ( 0． 159 3)
Ｒ2 0． 932 0． 931 0． 932 0． 929 0． 927 0． 932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68 168 168 168 168 16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技术，以应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

的竞争。如果上述逆向因果关系
导致了内生性，那么本文得到的

研究结论则是有偏的。为此，本
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模型重

新进行估计。首先，选择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

变量［31］，主要原因在于滞后一期

的变量往往与内生变量具有较强

的相关性，但与误差项并没有显

著相关性。然后，本文对模型进
行离差变换以解决遗漏变量问

题，再对变换后的模型使用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工具变

量法的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4 中。
表 4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GVCF GVCB

( 1) ( 2) ( 3) ( 4) ( 5) ( 6)
GVC 0． 462 3＊＊ 0． 493 8*

( 0． 193 7) ( 0． 285 1)
GVCS 0． 779 8＊＊ －0． 216 8

( 0． 311 1) ( 0． 456 1)
GVCC 0． 915 7* 0． 675 0＊＊

( 0． 468 2) ( 0． 275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323 0＊＊＊ －1． 366 4＊＊＊ －1． 240 6＊＊＊ －1． 109 9＊＊＊ －1． 133 7＊＊＊ －1． 009 7＊＊＊

( 0． 172 0) ( 0． 179 2) ( 0． 162 7) ( 0． 161 5) ( 0． 170 0) ( 0． 165 0)
Ｒ2 0． 939 3 0． 938 3 0． 939 7 0． 938 6 0． 937 2 0． 942 9
N 154 154 154 154 154 15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该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的正

负性和显著性基本相同，说明本

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其
次，为了进一步验证运用工具变

量法进行估计的有效性，本文同

时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其均值

差值的三次方作为全球价值链参

与度的工具变量［55］。根据不可
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
度识别检验可知，本文选取的工

具变量是有效的。鉴于工具变量
个数多于内生解释变量个数，本

文对变换后的模型使用广义矩估

计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②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扩展分析
前文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尚未区分其

对阶段性以及不同特征行业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对上述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 一) 阶段性影响

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重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而且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嵌入程度变化较大，这可能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关

系。为此，本文以 2008 年为界，分别考察 2003—2008 年和 2009—2014 年两个时间段内两者的关系。
首先，从前向参与度视角进行考察。根据表 5 可知，在 2003—2008 年间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

度、简单前向参与度和复杂前向参与度的估计系数分别是显著为正、显著为正和不显著为正，而在
2009—2014 年间以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简单前向
参与度和复杂前向参与度对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同时亦表

明金融危机改变并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简单前向参与度和复杂前向参与度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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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阶段性回归结果

变量

GVCF
2003—2008 年 2009—2014 年

( 1) ( 2) ( 3) ( 4) ( 5) ( 6)
GVC 0． 477 7＊＊ －0． 077 4

( 0． 230 7) ( 0． 346 7)
GVCS 0． 855 4＊＊ －0． 097 4

( 0． 373 4) ( 0． 541 4)
GVCC 0． 787 4 － 0． 219 7

( 0． 526 5) ( 0． 808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745 3＊＊＊ －1． 756 9＊＊＊ －1． 688 9＊＊＊ －1． 022 6＊＊＊ －1． 019 5＊＊＊ －1． 035 9＊＊＊

( 0． 223 1) ( 0． 220 6) ( 0． 224 1) ( 0． 298 5) ( 0． 308 3) ( 0． 290 0)
Ｒ2 0． 905 0． 907 0． 902 0． 910 0． 910 0． 910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4 84 84 84 84 8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其次，从后向参与度视角进行

考察。根据估计结果③可知: 在
2003—2008年间，全球价值链后向
参与度和复杂后向参与度的估计

系数均为负，但后向参与度的估计

系数不显著，而简单后向参与度的

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在 2009—
2014年间，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
度、简单后向参与度和复杂后向参
与度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但仅简

单后向参与度的系数为负。这说
明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简单后
向参与度和复杂后向参与度对制

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

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同时亦
表 6 金融危机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GVCF GVCB

( 1) ( 2) ( 3) ( 4) ( 5) ( 6)
TFC －0． 018 7 － 0． 022 0 － 0． 014 3 0． 017 7 － 0． 021 1 0． 014 1

( 0． 034 8) ( 0． 036 0) ( 0． 034 6) ( 0． 035 0) ( 0． 036 5) ( 0． 034 6)
GVC 0． 357 1＊＊ －0． 013 1

( 0． 138 3) ( 0． 225 1)
GVC × TFC －0． 312 5＊＊＊ －0． 325 5＊＊＊

( 0． 072 4) ( 0． 078 4)
GVCS 0． 519 6＊＊ －0． 341 4

( 0． 228 4) ( 0． 294 3)
GVCS × TFC －0． 516 3＊＊＊ 0． 014 0

( 0． 145 1) ( 0． 139 8)
GVCC 0． 761 0＊＊ 0． 025 1

( 0． 343 8) ( 0． 276 4)
GVCC × TFC －0． 534 2＊＊＊ －0． 284 5＊＊＊

( 0． 133 4) ( 0． 088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125 8＊＊＊ －1． 213 4＊＊＊ －1． 090 0＊＊＊ －0． 985 1＊＊＊ －1． 314 5＊＊＊ －0． 938 3＊＊＊

( 0． 166 4) ( 0． 170 5) ( 0． 165 5) ( 0． 171 5) ( 0． 169 8) ( 0． 176 9)
Ｒ2 0． 948 0． 945 0． 947 0． 945 0． 936 0． 944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68 168 168 168 168 16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表明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价值链

后向参与度、简单后向参与度和
复杂后向参与度对制造业工艺升

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作用。
最后，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

结论，本文在式( 1) 的基础上引入
金融危机虚拟变量 ( TFC) ，以及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金融危机虚

拟变 量 ( 2003—2008 年 取 0;
2009—2014 年取 1 ) 的交乘项，回
归结果见表 6。从前向参与度视
角来看，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
简单前向参与度和复杂前向参与

度与金融危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均为负，且至少在 5%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金融

危机改变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

度、简单前向参与度、复杂前向参
与度对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

发展的影响这一结论。从后向参与度视角来看，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和复杂后向参与度与金融危
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危机改变全球价值
链后向参与度、复杂后向参与度对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这一结论。而简单后向参与
度与金融危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简单后向参与度对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作

用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 二) 行业异质性

由于中国制造业各行业间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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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参考吕越等［38］的做法，将行业分成
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两类，即将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归为高技术
行业，将其他行业归为中低技术行业，并分别进行回归。

表 7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GVCF
中低技术 高技术

( 1) ( 2) ( 3) ( 4) ( 5) ( 6)
GVC 0． 254 2 0． 612 9＊＊

( 0． 163 4) ( 0． 251 6)
GVCS 0． 454 6* 1． 084 3＊＊＊

( 0． 265 3) ( 0． 398 6)
GVCC 0． 424 0 1． 286 6*

( 0． 374 8) ( 0． 662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787 6＊＊＊ －0． 818 5＊＊＊ －0． 730 6＊＊＊ －1． 634 4＊＊＊ －1． 584 1＊＊＊ －1． 693 5＊＊＊

( 0． 171 0) ( 0． 175 6) ( 0． 163 8) ( 0． 292 7) ( 0． 288 2) ( 0． 302 3)
Ｒ2 0． 933 0． 933 0． 932 0． 987 0． 987 0． 986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8 108 108 60 60 6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

从前向参与度视角来看，行

业异质性下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

度对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

展的影响存在差异( 见表 7 ) 。全
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和复杂前向

参与度均对中低制造业工艺升级

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具有不显著

的正向影响，而对高技术制造业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的提高能够促进高技

术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

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主要原因在
于，与中低技术制造业不同，高技

术制造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溢出吸

收能力，而中低技术制造业在全

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中往往承担较低附加值活动。简单前向参与度在中低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
制造业中均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后向参与度视角来看，行业异质性下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对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

影响存在差异④。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和简单后向参与度均对中低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
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表明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的提高和

简单后向参与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中低技术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复杂
后向参与度对高技术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

影响则不显著，表明复杂后向参与度的提高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从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视角，在理论上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

升级的作用机制，然后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特征对中国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

的影响。研究发现: ( 1) 制造业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行业异质性，从发展趋
势来看，增速较快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高技术制造业中。( 2) 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
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存在差异，并且其演进趋势均表现为 M 型。( 3) 从前向参与度来看，全球价值
链前向参与度、简单前向参与度和复杂前向参与度的提高促进了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
展水平的提升;从后向参与度来看，与简单后向参与度不同，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和复杂后向参与

度的提升对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4) 从阶段性影响来看，金融危机
改变并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从行业异质性来
看，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简单前向参与度和复杂前向参与度的提高促进了高技术制造业工艺升
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但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不显著; 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和

简单后向参与度的提高对中低技术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复杂后向

参与度在高技术制造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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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提高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有助于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

升级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但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为此，中国应该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力争从前端中间品生产和后端加工制造

两个角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快速实现制造业升级。第二，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为此，中国应该在参与
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吸收国际资源，提升整合全球优势资源的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实现国际资源和

国内资源互补，同时应该提升应对外生冲击的能力，避免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将中国中低技术行业锁

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以及阻碍中国高技术行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防止发达国家恶意发动双

边经贸摩擦，助力中国制造业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降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工艺升级

与产品升级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发挥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第三，中国政府
应该营造良好的企业升级环境，引导企业合理配置有限资源，重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协调发展

作用，而企业应该加强与全球价值链中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的联系，促进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协调发
展，从而顺利实现制造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受篇幅所限，正文未列出运用向量归一法回归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②受篇幅所限，正文未列出运用广义矩估计法回归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③受篇幅所限，正文未列出后向参与度视角的阶段性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④受篇幅所限，正文未列出后向参与度视角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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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contribute to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Ｒesearch based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ocess
upgrading and product upgrading

LIU Dongdong
( 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influe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 ( GVC) participation 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s analyzed

theoretically． Based on this，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 upgrading and product upgrading． At the same time，the degree of GVC participation is measured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forward linkage and backward linkage，using value-added and the method of final product

production decomposition． Using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ocess upgrading and product upgrading，this paper discusses whether GVC participation can

drive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forward participation in GVC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 upgrading and product upgrading，while simple backward participation

shows a restraining effec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changed and weakened the impact of GVC

participation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 upgrading and product upgrading; forward participation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ly in the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while simple backward participation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ly in the low-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ina should use the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VC，realize the complementarity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ources，prevent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quickly realize industrial upgrading，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GVC; process upgrading; product upgrad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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